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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新疆建省的划时代意义 
 

杜雪巍1 

 

清光绪十年（1884）11 月 19 日，清廷正式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宣告了新疆省的正

式成立。这对新疆而言，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一天，也是新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

事件。新疆建置行省、郡县制在新疆全境的得以推行，将新疆与全国各省在行政体制上一致了起

来。新疆建省，密切了新疆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巩固了

各族人民之间的情谊，更加速了新疆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一、历史的发展 

 

地处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是通向西方的陆路交通的必经之路。历史上，

人们都把它称之为“西域”。自从西汉建元三年（前 138）汉武帝刘彻为联络月氏派张骞出使西

域之后，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汉太初四年（前 101），西汉在西域设置了“使者

校尉”，管理西部的屯垦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官吏。汉神爵二年（前 60 年）西

汉在西域的乌垒（今轮胎县东策大雅）设置了“西域都护”，正式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统治。在

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是时断时续，但每一次重新建置都是越来越

强化，越来越牢固。 

郡县制始自我国春秋（前 770-前 476）时期，而之前的西周时，大小城堡都称之为“邑”，

或一城则是“一国”。春秋初期，秦、楚等国在新兼并的地方设立县，直接隶属于君主。春秋中

期以后，设立县的国家逐渐增多。春秋末期，“郡”首先在晋国开始出现。“郡”是一种地方制度，

官位比县低；后来郡的地位提高了，“县”受“郡”的统辖。郡县不同于过去封建卿大夫的封邑，

它加强了国君统治地方的力量，解构了原有的封建分封制度。到了战国时期（前 475-前 221），

各国都普遍采用了郡县制。秦（前 221-前 206）统一六国之后，郡县制由成了历代相沿袭的一种

制度。郡县制非常有利于中央集权，所以各国封建君主均采用了这种制度。 

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更替过程中，虽然分裂与统一一再交替出现，但郡县制度却得以保留存在

了下来，甚至扩展到了边远的西域。 

东晋（317-418）十六国时期的前凉（314-376）太元四年（327），前凉在西域设置了高昌郡，

即今天的吐鲁番高昌故城。高昌郡隶属于沙州（今甘肃敦煌），下辖田地、高昌、横截、高宁等

县，县以下设乡里，所设官职一律沿袭了汉晋以来的职官制度。这也是西域最早的郡县制制度。

此后，麴氏高昌（499-640）也实行了郡县制，“在交河、田地、南平、横截等郡，郡以下设置县，

已知的县名达十余个，郡县制统辖的范围比前凉更大。”
【1】 

尽管郡县制在西域得以推行，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前凉和麴氏高昌还只是地方政府，并没有

体现出中央和地方的统治关系。及至隋、唐、元、清等朝在西域设置的郡县便真正具有了中央与

地方的统治关系了。 

隋朝（581-618）统一全国后，西域的西突厥头领达头可汗（阿史那玷厥）与麴氏高昌先后

表示臣属，隋朝政府便在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伊吾（今哈密）设郡，郡以下设

立显武、济远、肃宁等县，同时还设立西域校尉管理西域各种事务。 

唐朝（618-907）的建立，将中国封建王朝社会推到了一个繁荣和开放的顶峰。唐朝统一西

                                                        
1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参事室（文史馆）《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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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南北疆以后，在西域实行了两种统治制度：一为州县，一为都护府。如在伊州，治所在伊吾（今

哈密），管辖伊吾、纳职（今哈密西拉布楚克）、柔远（今哈密东格子烟墩）3 县；西州，治所在

高昌，下辖高昌、柳中（今鄯善西南鲁克沁）、交河（今吐鲁番西北交河故城）、蒲昌（今鄯善）、

天山（今托克逊）5 县；庭州，治所在北庭（今吉木萨尔北），下辖金满（今吉木萨尔破城子）、

轮台（今乌鲁木齐米东区一带）、蒲类（今巴里坤）、西海（今沙湾安集海）4 县。与此同时，又

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治所初在西州，后迁至龟兹，辖天山南路到葱岭以西广大地区）与北庭都护

府（治所庭州，管辖天山以北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咸海等地区）。两大都护府下辖都督府若干，都

督府以下又各管辖州若干。三州与两大都护府在唐王朝在西域的地方政府管理机构。 

在元代蒙古统治西域时期，西域也曾有过行省的建置。蒙元时期，（成吉思汗 1206 年建立蒙

古汗国，忽必烈继位后改成元朝 1271-1368）。蒙古统治西域时期，宪宗元年（1251）在今天的吉

木萨尔建立了别失八里行尚书省。至元八年（1271），元朝又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西北）改设

了行中书省；同时设立了北庭都护府（驻别失八里）、斡端（今和田）宣慰使、元帅府等行政机

构，统辖西域各地。行省制度是元代开始实行的，它在西域的行省与内地不同，其没有以郡县制

作为支柱和基础，故缺乏生命力作为保障。 

明代（1368-1644）时期的西域，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蒙古贵族察合台后裔的统治之下，中央

政府只是在哈密设置了卫所进行管辖。 

清代（1644-1911）乾隆皇帝平定西蒙古准噶尔部封建贵族的叛乱及南疆维吾尔伊斯兰教大

小和卓木的分裂叛乱之后，统一了西域全部地区。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西域设立了总统伊犁

等处将军，治所伊犁惠远城（今霍城县南），对西域实行军府制统治，下辖各地参赞、办事及领

队大臣，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军府制的特点是：只管军事，不管民事。民政事务采取“因俗施治”

的原则交由各民族头领管理。如在蒙古族牧民聚居区根据分封世袭的王、公、台吉等爵位实行扎

萨克制度；在维吾尔民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度；在哈密、吐鲁番地区的头领，因为他们在统一西

域的过程中建有功勋，也实行扎萨克制度；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地区针对回、汉移民众多的特点，

则设置州县，即镇迪道，隶属于甘肃省，由乌鲁木齐都统兼管；哈密地区，因靠近甘肃省，故隶

属于甘肃省安肃道管辖。 

总之，清政府对于西域地区的统治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式。在靠近甘肃省的哈密地区，采

取郡县制的方式；对于其他郡县制无法实行的地区则委托当地民族的头领管理当地民政事务，这

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是削夺了中央政府在当地的权威。而当地民族头领，一旦自身实力膨胀，或者

赶上中央统治势力削弱，外来势力参杂其中，势必形成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由此，他们举旗造

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清代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的同时，对于北疆聚居的蒙古民族和聚居南疆

的维吾尔民族，“都是众建而分其势，不允许存在一个全民族的总头目”
【2】。这是清代有别于其他

朝代统治新疆的一项重要政策，而对于地方行政制度的不统一，却仍要沿袭过去的历史，很大程

度上，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所以时代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的推行，来解决这一矛

盾。 

 

二、建省的提出 

 

新疆行政制度的不统一，不仅妨碍了清政府在新疆统治地位的巩固，还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交往，更阻碍了新疆各地区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且生产力难以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严

重阻碍了新疆经济的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种人为设置的藩篱和壁垒呢？清政府中有识之士

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也早就提出了新疆建省的主张。 

首先提出新疆建省的人要数当时的著名学者龚自珍了。龚自珍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仅是一个进士出身的小京官。当时嘉庆二十五年（1820），乾隆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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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了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分裂行径后逃亡国外的大和卓布拉尼敦的孙子张格尔，在中亚浩罕国封

建君主的支持下，侵入新疆南部。由此清廷朝野内外便出现了对乾隆皇帝统一西域的种种非难。

因为事关国家统一大业，龚自珍便著文《西域置行省议》，用一系列事实歌颂了乾隆平定叛乱，

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功绩。他针对各种对乾隆皇帝的非难说道：“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

不可谓劳；八旗子弟、旗绿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
【3】此后，

龚自珍在其《御试安边绥远疏》中，针对一些昏聩官员的“退保九边”的主张时说，新疆自古以

来便是中国的领土，“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
【4】为此，他提出，正因为西域地域辽阔，人

口稀少而可以以免纳二十年地丁钱赋的优惠办法吸引内地农民去西域开荒、屯垦。 

龚自珍用历史事实驳斥了反对统一西域的论调后，又提出了在西域建立行省的主张。龚自珍

建议在伊犁设置总督，在乌鲁木齐设置巡抚，天山南北两路共设置 34 个府州。其中镇西（今巴

里坤）、迪化（今乌鲁木齐）两府州已建 5 个县之外，其他 12 个府州需建 46 个县。建省以后，

对哈密、吐鲁番两处郡王赏给府事官名号；对各地各级伯克遴选一人赏给协办县事名号，他们的

地位可在道府与知县治下。龚自珍后来又著文提出，剥夺伯克之权的建议。因为当时按照清政府

的规定，主要伯克的品级都比知县要高，建省、设立道府州县，如何安置王公贵族便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问题。对于新疆北疆地区的蒙古族王公台吉，龚自珍主张保留其封爵顶翎，去掉其例贡，

向政府交纳牲畜。其目的仍是削弱他们的权力，提高地方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权力。 

然而毕竟龚自珍的官阶太低，人微言轻，他的在西域建省的主张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张格尔三次入侵新疆遭遇失败后，浩罕国又唆使张格尔之兄玉素普率领浩罕军侵入南疆。道

光皇帝命扬威将军长龄出关前往镇压，并筹划新疆的长治久安之策。道光十一年（1832），事件

平息后， 曾任过伊犁将军的长龄上奏清廷，建议在新疆南疆设立同知、巡检等文官。他提出此

建议的目的，是将伯克手中的权力收归到地方官手中来。此建议虽然没有直言在南疆设立郡县制，

但本质上趋于一致。但此建议，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龚自珍、长龄的意图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阐述如何维护与加强清王朝的统治着眼的，也

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潮流。 

但从当时的国内情形而言，扎萨克制和伯克制具有封建制度早期的特点，徭役制在剥削方式

中占主导地位。乾隆时，他曾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废除了伯克的世袭、禁止宗教干预行政、规

定伯克的品级、限制伯克拥有土地与拥有农奴的数量等。但伯克的统治权力受到清政府的保护，

使他们脱离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的干涉和控制。但是这些伯克却利用各地驻扎大臣不理民事的

机会，私自扩大土地与农奴的数量，无疑就加重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与伯克之间的阶级矛盾。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南疆持续发生维吾尔族农民聚众抗差、求免徭役的斗争。咸丰

五年（1855）库车农民迈买铁里等赶赴伊犁，向伊犁将军控告当地伯克的苛敛无度。两年后，迈

买铁里便领导库车农民武装起义，要求取消伯克和阿訇。同治三年（1864），受太平天国和陕甘

回民起义的影响，库车再次爆发农民起义，并迅速蔓延至天山南北的各地农村。此次库车农民起

义，也是从反抗徭役开始的。库车当地的爱玛特郡王、阿奇木伯克库尔班和另外 7 名伯克，以及

清朝大臣等官吏均在此次农民起义中丧生。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19 世纪中叶，以伯克制为

代表的徭役制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广大维吾尔农民迫切要求铲除这种阻碍生产力

发展落后的制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禁止宗教干预行政，削弱了宗教人士的权势。这又使得伊斯兰宗教上层人

士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扮演起了宗教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角色，向清政府统治发动“圣战”。

各地的伯克往往又被视为替异教徒办事的叛教者，同异教徒一起遭到杀戮。而宗教上层人士则借

助农民起义的群众基础，一跃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的领袖。库车的阿訇热西丁和卓是这样，

和田的宗教法官哈比布拉也是这样，乌鲁木齐回族阿訇妥得璘也是这样。这些割据势力，为了争

夺统治地盘，又相互征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农民起义战争。维吾尔族王公伯克也再一次在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52 

农民起义的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 

各地割据势力相互攻伐，彼此削弱自身力量的时代背景下，同治四年（1865）初，浩罕军官

阿古伯挟持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侵入新疆。阿古伯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两年时间便侵占了塔里

木盆地周围的各个城镇。到同治十年（1871），阿古伯又侵占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同

一年，沙俄也趁火打劫侵占了新疆伊犁。 

光绪二年（1876），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指挥清军收复新疆。左宗棠

派刘锦棠为西征先锋，刘锦棠率部仅用了一年半时间便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阿古伯暴死于

库尔勒，其两个儿子相互火并，余众亡命俄国。光绪七年（1881），宗宗堂抬棺入疆，欲誓死收

复伊犁。后通过谈判，订立《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沙俄交回新疆伊犁东路。 

十多年的动乱，新疆广大农村的社会动荡及旧的统治基础早已崩溃无存。率军征战的刘锦棠

上奏清政府说：“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
【5】 

那么，清政府如何才能在新疆恢复其统治秩序呢？旧的制度已经荡然无存了，后面将采取何

种管理制度才能给新疆带来长治久安呢？ 

 

三、建省的实现 

 

光绪三年（1877），清军在收复新疆的节节胜利之时，朝廷便给左宗棠发出了谕旨，要他通

盘考虑新疆今后工作筹划。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建议也便在这个时候正式向清政府提了出来。 

其实，左宗棠对新疆建省早就有了思考。而这一思考也并非是在钦命收复新疆之时。早在道

光十三年（1833），年仅 22 岁的左宗棠赴京赶考会试，适逢浩罕屡次唆使和卓后裔侵入新疆之时，

边境烽火频传。左宗棠会试不第，但又有感于西陲的不宁，便赋诗一首：“西域环兵不记年，当

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

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6】

由此可见，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思考早就有了。他的这种新疆

建省的想法，仅比长龄提出在南疆添置文官的建议晚了一年。道光三十年（1850）1 月 2-3 日，

因病开缺回乡途径贵州、湖南的林则徐时与左宗棠在岳麓山下的长江边上彻夜长谈。临别时，林

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有关新疆地理方面的数据资料，战守攻以及俄国在边境地区的政治、军

事动态等宝贵资料都交给了左宗棠，并说：“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

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及后来督办新疆军务时的光绪元年（1875），

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又提起了新疆“立省置郡县”的问题。
【7】所以当光绪三年六月（1877 年 7

月），清政府征求他对新疆工作的筹划看法时，他不出一个月便完成了上奏清廷《遵旨统筹全局

折》，正式提出了新疆建立行省的建议。 

左宗棠在奏折中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

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还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西北指臂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

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最后，他说：“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

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8】

左宗棠说，建省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形势的发展需

要而定。而且他还从保卫西北边陲的伟大意义来说，新疆建省已是客观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半年

后，左宗棠再一次上奏清廷阐述关于新疆建省问题。 

左宗棠两次奏请，清政府均迟迟没有回复，毕竟新疆建省涉及到清政府在新疆统治体制的重

大改革。直到光绪四年九月（1878 年 10 月），才在一份上谕中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郡县制以民

为本……除旧有各州县外，其余各城改设行省，究竟合宜与否？……尚置郡县，有无可治之民？

不设行省，此外有无良策？”
【9】清廷命令左宗棠提供一个完全之策。 

光绪四年（1878）十月，左宗棠即上了《复陈新疆情形折》。左宗棠在奏折中说，目前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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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施行的只管军事不理民事的军府制，在新疆已经本行不通了，南疆的民政事务借由本民族

的王公伯克治理，势必造成“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

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之怨官，不知怨其所管头目。”若

将民政事务“责成各厅、州、县，而道、府察之，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

令行，民之情伪易知，政事之修废易见。长治久安之道实基于此”
【10】。况且，南疆刚刚收复，经

过招纳流民，兴修水利，安置流民在各地垦荒种植，“即以目前论之，亦非无可治之民”
【11】。更

何况，平定、收复新疆之后在各城设立的善后局已经接管了以前多属于王公伯克权力范围内的事

务。“是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
【12】。左宗棠提醒清廷，新疆建省机不可失。 

左宗棠从维护清政府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终于引起了

清政府高层的重视。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清廷在一份上谕中说：“新疆议设行省，事关创

始……刻下伊犁未经收回，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

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
【13】从中可见，清廷既然已经认可了新疆建省这件事，但是又以伊犁

尚未收回为由尚未最后决定。 

清廷在新疆建省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满清政府中相当多的王

公贵族对权力转移，甚至衰弱的不满。新疆建省之前，按照清代的制度，新疆施行的还是军府制，

出任伊犁将军、参赞、领队及办事大臣的一律是满清贵胄，汉族官员不得涉足和染指。但设立行

省，改设郡县以后，从省府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就不得不由汉族官员出任了，对于这种权力的转移，

多数清政府官员自然是心有不甘的。随着新疆各个县城的逐步被收复，很多军中官员也都逐渐转

入了地方善后局，事实上已掌握着新疆各地的统治权。这些情况也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作出比较现

实的决策。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伊犁收回后的光绪八年（1882），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新任新

疆督办军务的刘锦棠以及已经就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都分别再次上奏清廷，将新疆建省问题提了

出来。当然这一次的提出，已经使新疆建省从讨论建省进入到了实质性的操作层面上了。 

按照清朝的制度，各省的地方长官成为巡抚，总揽一省的军政要务，总督为地方的最高长官，

或管一省或管二三省。依照左宗棠最初的方案是，新疆并设总督、巡抚，此想法与龚自珍想法一

样。新疆设巡抚，则受陕甘总督的节制；新疆设总督，便不再隶属于陕甘总督的管辖。同年四月，

陕甘总督谭钟麟上奏清廷在提到新疆建省时说，新疆的镇迪道早已恢复，伊犁人后锐减，不必要

委任更多官吏，只有南疆各城要请刘锦棠“分别地方广狭繁减，设立丞倅、牧令等官”，“如果地

方日益富庶，然后递设督抚以统辖之”
【14】。谭钟麟的意见是要等到“地方富庶”了再行“递设督

抚”事宜，实际上是推迟新疆建省的时间。这是他不愿意放弃对新疆建省的管辖而已。 

三个月后，刘锦棠上奏清廷，提出了自己的新疆建省方案。他在奏折中说：省会设巡抚一员，

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三道：镇迪道，将甘肃省镇迪道所辖各州县及甘肃省安肃道

所属哈密合并建成；阿克苏道，辖阿克苏、哈喇沙尔（今焉耆）、库车、乌什等原东四城各地组

成；喀什噶尔道，下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和田等原西四城各地组成。道

以下各设府、州、厅、县，伊犁仍设伊犁将军，仅管伊犁、塔城两处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

塔城增设副都统一员。显然，刘锦棠是想处理好与满清亲贵，现任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另外一

点，刘锦棠不建议新疆独立建省，而主张将新疆与甘肃联在一起考虑。鉴于新疆远离内地，若没

有内地通过河西走廊的支援，新疆将孤立难存。当然，这也照顾到了陕甘总督谭钟麟。之后，左

宗棠又上奏清廷，坚持新疆督抚并设的主张。但最终，清廷还是采纳了刘锦棠的新疆建省方案。 

光绪九年（1883），刘锦棠奉旨委任了南疆各道府厅州县的各级官吏，其中所遇到的阻力也

不小。用刘锦棠的话说，就是“因有一处之妨而致疑全局之多碍，因有一端之阻而动谓众务之未

宜”
【15】。直到光绪十年（1884）十月，各方筹备都已妥当之后，户部才迟迟奏请清廷添设新疆巡

抚和新疆布政使。不久，清廷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甘肃布政使魏光焘调任新疆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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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新疆建省已成为事实。由于沙俄数年间先后割占侵吞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 50 余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全疆的行政中心不得不从伊犁移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此后，又经过刘锦棠及其后任者陶模、饶应祺、潘效苏等的不断调整、增设，到光绪二十八

年（1902），全疆共建四道，下辖 6 个府、10 个厅、3 个州、23 个县与分县。阿勒泰作为一个道

并入新疆。那是后来辛亥革命后满清灭亡，民国八年（1919）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发生的事情了。 

 

四、深远意义 

 

清军收复新疆后，面临的是大战之后的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就的体制已荡然无存。刘锦棠

所率领的清军在收复的南疆各城马上成立了一个个善后局。善后局安置流民返回家园，以尽快社

会、经济秩序。这在当时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刘锦棠采取的这些善后措施，是依据内地各省

郡县惯常使用的办法，对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产生很好效果。这在当时的新疆是没有前例可以效

仿的，后来清政府也认可了这种善后措施，使得这些善后办法得以继续执行。这些措施一方面缓

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赢得了百姓是支持；另一方面也非常符合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利益。 

那么新疆建省又具有怎样的划时代意义呢？ 

第一，取消了伯克制度。伯克制度是清代在新疆维吾尔人中实行的一种官职。自乾隆统一新

疆以来，在新疆实行的军府制制度，即由伊犁将军统管新疆的军事，而将其他民政事务则委托给

当地的伯克去管理。清政府一方面维护着伯克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比如严格

限制了他们所拥有土地甚至农奴的数量。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伯克们随意的圈占土地，盲目的驱

使农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社会矛盾的急剧恶化。那彦成、长龄等清代官员曾上奏清廷，

要求严格限制伯克的权力，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以维护清政府在新疆的“长治久安”。新疆建

省以后，清政府再次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伯克的品级都非常高，甚至高于道、府、厅、州、县

的官吏的品级。一个县的知事的品级与最低一级的伯克品级相当。刘锦棠屡次上奏清廷，可以保

留伯克的顶戴，但不得干预政务。伯克的品级过高已经成为推行郡县制的一个严重障碍。 

王公伯克对农民的徭役制剥削与经济压榨，遭到维吾尔农民的激烈反抗。同治三年（1864）

由陕甘引起的农民起义蔓延至新疆库车，进而迅速席卷南疆，对伯克体制进行了最猛烈的冲击。

伯克体制也奄奄一息，名存实亡。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过程中，收复南疆各城后，希望能找

到伯克来帮助处理善后事宜竟然找不到人。为此，刘锦棠请示左宗棠，希望将吐鲁番地区的额敏

和卓调赴南疆帮助处理善后事宜。左宗棠否决了刘锦棠的想法，他说，伯克应该受善后局的委派，

只准其催收钱粮，不准干预公务，伯克的职权大为削弱。先前总揽一方要务，独霸一方的伯克，

如今只沦为听命于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乡绅。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木恢复伯克的职权，让其坐

享农民起义的成果。在伊塔道建立的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正式批准将“所有伯克名目全

行裁汰”。
【16】由此，伯克制终于完成其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前分配给伯克作为俸禄的“养廉田”，是由农民耕作的，收货皆归伯克所有。战乱过后，

这些土地皆由农民占有耕种。随着伯克制的取消，清政府也宣布伯克的“养廉田”一律归官招佃

承租。伯克的农奴也变成了租地耕种照章纳粮的佃户。 

伯克制取消后，清政府依旧将以前的伯克委任为各级衙门的书吏或乡约。他们凭借过去的社

会地位和新的权势，迅速转化为了地主，依然骑在农民头上。徭役制并没有完全取代租佃制，其

同收获物的分成制结合在了一起，依然统治者广大维吾尔农村社会。但无论如何，这种大量无偿

的劳役分成制与过去单一的徭役制相比，总是历史的进步。 

与此相比，哈密郡王在世袭领地内的统治并没有受到农民起义的重大打击。新疆建省后，清

政府依然维持着对维吾尔农民的徭役制剥削制度。哈密农民要求取消伯克制、该隶哈密县的斗争，

一直持续到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民国二十年（1931），草扯第摆脱了哈密王的羁绊。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55 

第二，恢复经济。清政府收复新疆后，面对一切破败景象，首先是想办法采取怎样的措施，

尽快恢复凋敝的经济。刘锦棠等除了逐步取消各级伯克干预政务的问题，其次就是着手改革田赋

制度。清代的田赋是地丁合一，按亩征收的。而在新疆却是“按丁索赋”，即把赋役摊到每个人

头上。这样一来结果就是“富户丁少赋役轻，贫户丁多赋役重”
【17】。于是，刘锦棠把内地实行的

“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推行到新疆，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其次，是改革屯垦制度。清代一

向是非常重视新疆屯田。屯田在新疆分为民屯、回屯、旗屯、兵屯、犯屯等。其中民屯的待遇较

优，兵屯、犯屯则受累较重。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奏请将各地营勇汰弱留强，所裁兵勇“就各兵

驻防之所，如有荒地可拨，为之酌数分给，即同己业。”
【18】将耕地分给屯兵，用以激发屯兵的生

产积极性。对于犯屯，刘锦棠也仿照民屯，给他们提供牛、种子、房屋、农具、口粮鼓励他们从

事农业生产。民屯给予“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征”。
【19】第三是改革新疆的采矿业。清代以前

在新疆挖金采铜铸币，采取的是摊派方式，即强迫农民进山采矿冶炼。收复新疆后，因为人力短

缺，摊派差徭遭到农民的坚决抵制。于是，刘锦棠不得不采取各矿“听民开采，纳课归官”
【20】。

由此，采矿业由摊派差徭向课税方式过渡。 

第三，取消了内地人民向新疆移民的认为障碍。鉴于新疆经济亟待恢复，需要内地大量的人

力。清政府通令各省将无地的农民迁往新疆从事农垦。19 世纪最后 5 年，内地农民成批迁往新

疆。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西宁回民携眷迁往新疆伊犁绥定（今霍城）
【21】次年，西宁

回民刘同春起义失败，数千人迁往新疆罗布淖尔（今尉犁）、卡克里克（今若羌一带）
【22】此后，

又有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逃难来新疆谋生的人口是“几于盈千累万”
【23】，大都被安排在镇

迪、伊塔两道种地。这当中至于零星来疆经商定居于此的人就更多了，因为新疆建省，将原先阻

碍内地移民迁往新疆的限制政策取消了。 

在迁往新疆谋生的这些人当中，自然也有很多的技术人才。加之左宗棠就是一个经营农桑的

行家里手。他在收复新疆的时候，就酝酿着如何发展新疆的农业、采桑业。新疆收复后，他先后

从江浙一带招募了一些养蚕、织绸技工来到新疆和田，推广新疆的养蚕、织绸技术。南疆很多地

方为此还设立了蚕桑局，发展当地的蚕桑业。 

在大量的移民迁居过程中，新疆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也密切了起来。这一点，从湖北武昌起

义与新疆辛亥革命的爆发时间上即可以看出来。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迪化、伊

犁也很快爆发了起义。而且，在新疆的革命党人也挫败了清保皇党人欲拥宣统皇帝西迁的企图，

促使了清王朝的垮台。清王朝的垮台，从一个方面也说明：新疆建省，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

系也更加紧密的联在了一起，新疆人民也能够紧跟内地的时代发展步伐，共同见证并践行者时代

前进的步伐。 

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居新疆，也充实了西北边疆的防卫力量。沙皇俄国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其

蚕食手段就是在新疆偏远地方建立定居点，形成堡垒，伺机侵吞。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居新疆，逐

步巩固了新疆的边防。因此，移民实边，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新疆捍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后背力量。 

新疆省的建立，对新疆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新疆省的建立，它客观上既符合

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也对中央王朝加强其统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此，新疆各族人民亦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注释： 
【1】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58 页； 
【2】【3】【4】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60 页； 
【5】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63 页 
【6】【7】【8】【9】【10】【11】【12】【13】【14】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6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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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 315 卷，第 11 页。 
【16】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长沙光绪刻本第 5 卷，第 6 页。 
【17】《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 320 卷，第 13 页。 
【18】左宗棠著、杨书霖等编：《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光绪刻本第 53 卷，第 34 页。 
【19】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光绪长沙刻本第 7 卷，第 17 页。 
【20】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光绪长沙刻本第 12 卷，第 17 页。 
【21】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光绪长沙刻本第 12 卷，第 37 页。 
【22】萧然奎：《新疆伊犁绥定县乡土志稿》，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23】《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四册，第 3858，4000-40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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